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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曾談過精神醫學專家的判斷如果被絕對化，也

可能造成一種「專業暴政」。其實其他專門學者亦然，特別

是那些試圖以不同「科學方法」去甄別人的智慧、能力和前

途的專家。十九世紀，法國人類學家布羅卡（Paul Broca）量

度過不少頭蓋骨之後，認為人的智慧與腦袋大小有關。當德

國學者測出德國人的頭骨較大時，布羅卡又提出各種身體比

例和腦區發達程度的解釋，設法證明法國人依然較具智慧。

後來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名著《人類的

誤測》（The Mismeasure of Man）中重新檢視這一類研究。他

指出，問題並不一定在於科學家偽造數據，而可能是研究者

自己也沒有察覺的偏見（unconscious bias）：先有了某種觀念

，然後在選擇、分析和解釋數據時，不知不覺採用了有利於自己原來看法的標準。 

二十世紀初，美國政府在大規模徵召士兵時，需要以測驗甄別不同人的能力，智力測

驗亦因而得到很大的發展，此後各種測量人的智力、能力、性向和潛能的方法更是五花八

門。1975 年，威爾遜（E. O. Wilson）出版《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嘗試從演化

生物學的角度解釋動物以至人類的一些行為模式。在全書最後討論人類的部分，他提出男

女若干行為傾向和傳統性別分工可能具有演化上的基礎。這些說法隨即引起激烈爭論，包

括古爾德在內的一些學者批評這類解釋容易陷入「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

，把既有的社會制度和性別角色披上一件「科學」的外衣。 

當時不少研究又指出，一般而言男學生在某些數學測驗上表現較好，女學生則在某些

語文能力方面較突出。這些所謂「科學發現」一旦進入社會，便很容易變成另一回事：男

孩子被鼓勵去讀數理科，女孩子則被鼓勵讀文科；男生讀文科可能被人取笑，女生讀數理

也可能被認為不合適。另一方面，當時也有新的研究開始指出，這些差異未必完全來自先

天能力，家庭、學校、教師期待和社會鼓勵都可能產生影響。可惜，把「男」和「理科」

、「女」和「文科」聯繫在一起的觀念，在華人社會也並不罕見。有些香港女學生雖然理

科成績很好，但老師卻仍然建議她們修讀文科。有些華人女學生修讀工程科，人們便誇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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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強人」，這類說法表面上是稱讚，實際上仍然不知不覺地把學科和某種性別聯繫在

一起。當中的潛台詞是：理科是艱辛的科目，一般來說男生去讀理科，一名女性必定是「

強人」，才可以讀理科。我甚至曾經聽朋友評論一位作家，說他的文章一定很好，因為他

的氣質像白先勇般的「女人型」。 

心理學史上還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

1960 年代，哈佛大學的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和同事到一所小學進行研究。他們告

訴教師，某種測驗可以找出具有很大智力發展潛能的學生；測驗之後，研究者其實只是隨

機選出部分學生，卻告訴教師這些孩子具有很高的「智力爆發」潛能。後來研究者回訪，

報告部分被標示為具有潛能的學生在測驗表現上有較大的進步。這個研究因而成為「自證

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最著名的例子之一：老師如果相信某些學生具有潛能，可

能不自覺地給他們更多注意、鼓勵和學習機會；學生得到這些正面訊息後，也可能增加自

信，最後真的改善表現。可是，我當時想到另一個問題：如果把實驗倒轉過來呢？假如有

人隨意在每一班選出十個學生，然後由一個掛着「哈佛大學測驗」名義的專業工具宣布他

們是「蠢才」，他們的命運又會怎樣？ 

現實世界中，類似的事情其實每天都可能發生。當時美國一些大學使用一種我們俗稱

「密芝根大學試」的英文測驗去評定外國學生的英語水平；以我個人的經驗，我一直覺得

它甚至不及托福可靠。要進入美國研究院，GRE 或 GMAT 又是許多人必須通過的關卡。

我當時也十分懷疑，這些考試能否真正反映一個人的學術能力；其中一些艱深英文字彙，

甚至連不少美國人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使用。我並不是說所有測驗都沒有用，而是懷疑我們

是否太容易把一個測驗分數，由「一項參考資料」變成對一個人的整體判斷。 

我自己便有過非常深刻的經歷。年輕時在香港，我面對填鴨式教育和許多公開考試的

壓力，當時的學業表現並不好。一位很有權威的專家曾經對我說：「你不適宜讀書，你最

好找一些比較簡單、不需要太多學術訓練的工作。」試想像，如果我當時完全相信了他的

專業判斷，認定自己真的「不適宜讀書」，心理學所說的自證預言也許便會出現，只不過

那將是一個負面的自證預言。我的人生很可能因此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也許會放棄繼

續求學，更不可能在多年之後坐下來寫這篇文章。 

因此，我當年在美國求學時有一個很深的感受：至少在我所接觸的一些學校裏，考試

成績並不一定一次便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相比之下，我回想自己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的經

歷，便覺得考試、分流和所謂「能力判斷」對一個人的前途影響實在太大。多少由專家設

計、聲稱可以分辨能力的考試，多少基於專業知識而對一個人作出的判斷，如果我們把它

們由「參考」提升為不可懷疑的判決，便可能變成一種假科學之名而行的暴政。我並不是



主張破除一切標準；沒有標準，教育和社會同樣難以運作。問題是：標準和級別應該是參

考，而不能被絕對化。 

如果我們因為一個人學歷高、考試成績好，便認定他一定特別聰明；他自己也逐漸相

信自己凡事都比別人高明，那便容易錦上添花。相反，一個人在早年考試失敗，如果旁人

從此不再看好他，他自己最後也不再看好自己，那個分數便可能由一次測驗結果，慢慢變

成一個人的命運。美國教育當然也有很多問題，但我當年很欣賞其中一點，就是一些研究

院在考慮成績之外，也願意讓申請人解釋有甚麼特殊因素影響自己的表現。我記得申請研

究院時，表格上有一欄讓申請人說明這類情況；我很認真地寫：「我在美術系得不到甲級

，因為美國老師不懂得欣賞我的中國畫。」結果，我還是被錄取了。 

 

1991 年 7 月 10 日 

原載《澳門日報》 

 

 

2026 後記：從智力測驗到人工智能評分 

 

三十五年後重讀這篇文章，我不打算用今天的知識去改寫 1991 年的自己。一篇舊文

章如果把後來才出現的研究偷偷放回原文，文章固然會變得「正確」一些，卻不再是真實

的歷史。1991 年的我知道甚麼、不知道甚麼，當時心理學界和教育界流行甚麼觀念，本

身就是文章的一部分。但是，三十五年來確實有不少研究，使我今天再看這些問題時有了

不同的理解。首先是古爾德。我當年讀《人類的誤測》，很受他分析 Broca 等人的方式影

響。今天回看，Broca 的頭骨測量和他對種族、性別與智力的若干推論，仍然被科學史研

究者視為十九世紀科學如何受到當時社會偏見影響的重要例子；但另一方面，Gould 本人

對十九世紀頭骨研究史的一些分析，後來也受到重新檢驗和批評，尤其是他對另一位頭骨

研究者 Samuel Morton 的分析。後來研究者重新找到和分析 Morton 的原始資料後，認為 

Gould 對其測量偏差的部分指控並不成立，但 Morton 如何解釋數據以及當時的種族觀念仍

然是另一回事。這件事給我的啟示反而更加有趣：批評偏見的人，也不因此免於被後人重

新檢驗。科學真正值得信任的地方，也許並不是科學家永遠不會犯錯，而是沒有任何一位

科學家應該擁有最後的發言權。 

我在 1991 年文章中談到男女的數學能力，今天看來也需要更加謹慎。後來的大型統

合分析發現，男女平均數學表現的差異通常非常小；例如一項綜合 242 項研究、超過 128 

萬人的 2010 年統合分析，整體差異只有 d = 0.05，研究者認為男女的數學表現基本相近。



跨國研究同時顯示，不同國家的差異並不一致，教育、文化、機會和性別角色等因素都與

結果有關。換言之，1991 年我真正擔心的事情仍然成立，但理由應該說得更加準確：最

大的危險不是證明「男生和女生完全沒有任何差異」，而是把群體平均數上的某些差異，

變成對眼前一個人的命運判決。即使某一群體平均而言真的存在某種統計差異，也不能由

此推論面前這一個男孩一定適合理科、這一個女孩一定適合文科。統計上的群體，不是個

人的命運。 

我當年對 Pygmalion effect 的描述也比較接近當時流行的教科書版本：教師相信孩子是

天才，孩子便真的「突飛猛進」。後來幾十年的研究使情況變得複雜得多。Rosenthal 和 

Jacobson 的原始研究一直受到方法上的討論，後續研究也不是每一次都能複製出同樣強烈

的效果；不過，大量研究仍然支持一個比較溫和、也比較可信的結論：教師的期待確實可

以影響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而這些互動在某些條件下又會影響學生的自我概念、學習機會

和學業表現。所以，1991 年我問的那個問題，我今天仍然會問：「如果老師相信一個孩

子沒有能力，會發生甚麼事？」只是今天我不會再把答案說得那麼簡單。 

至於 GRE，我當年對它頗不客氣。三十五年後，也應該公平地承認，後來的研究並不

支持「GRE 完全沒有用」這種簡單結論。一項涵蓋 82,659 名研究生的 2001 年統合分析發

現，GRE 對研究院成績、綜合考試、教師評價等確實具有一定預測能力；可是，2024 年

另一項涵蓋 201 項研究的統合分析得到比較保守的結果：多數個別效果並不顯著，而 

GRE 對所研究結果的整體解釋量平均約為 3.24%，研究者並發現其預測關係隨年代有所下

降。因此我現在反而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測驗可以有用，而又同時非常有限。問

題從來不是「測驗究竟有沒有用」這個非黑即白的選擇，而是我們給它多大的權力。一個

分數可以提供資料；它不應該變成一個人的定義。 

有趣的是，當自己成為教授之後，起初以為從此不需要或者很少會受到「分數」的困

擾，然而，美國很多大學教授的合約和升遷在很大程度上到取決於學生的評分。其實，有

很多因素會影響學生的評分高低，並不純粹或者大部份反映了教授的能力，那些教授以外

的因素包括了學科本身的難度、學生的水平、上課的時間，甚至是教授本身的樣貌。Nate 

Jornell、Tarquino Sanchez、Wolfgang Stroebe……等學者的研究已經否認了學生評分對改善

教學的作用。不幸地，很多大學都將學生評分絕對化，結果將原本好的老師逼成對學生投

其所好，導致了「成績通脹」（grade inflation）。 



 

而到了 2026 年，這個問題又出現了一個我在 1991 年完全想像不到的新版本：人工智

能。三十五年前，我擔心的是由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或考試機構設計一個測驗，再用測驗

分數替人分類；今天，電腦系統可以閱讀履歷、篩選求職者、分析網上測驗，甚至評估錄

影面試，再把一個人變成一個分數、排名或者「是否值得進入下一輪」的判斷。美國平等

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已經明確指出，AI 和自動化技術目前可用於招聘、履歷篩選、

錄影面試、員工評估、晉升甚至解僱，而這些系統同樣可能產生歧視性結果；紐約市亦已

規定某些用於招聘和晉升的自動化就業決策工具，在使用前必須接受偏差審核，並讓求職

者知道自動化工具正在參與評估。 

這使我想到 1991 年文章裏那個假想的「哈佛大學測驗」。當年，如果一位穿着白袍

的專家拿着一張測驗結果，說「科學證明這個孩子沒有潛能」，一般人很容易相信他；今

天，白袍可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演算法，螢幕上只出現「Score: 37」或者「Not 

recommended」。我們甚至可能更加相信它，因為我們會想：這不是某個人的偏見，而是

電腦算出來的。但電腦所使用的資料是人收集的，衡量甚麼是人決定的，甚麼叫「成功」

是人定義的，模型從甚麼歷史資料中學習也是人選擇的。NIST 對 AI bias 的研究也提醒我



們，人工智能不但可能承繼原來存在的偏差，而且可以把有害偏差以更大的速度和規模擴

散。 

於是，1991 年的問題並沒有消失，它只是換了形式：從頭骨大小，到 IQ；從 IQ，到

公開考試；從公開考試，到 GRE；再從 GRE，到演算法評分和人工智能。每一個年代都

有自己看來最客觀、最科學的工具。問題從來不是我們應否測量；沒有測量，很多判斷只

能依靠印象和關係，未必更加公平。真正應該警惕的是：我們會不會忘記所有測量都只是

從某一個角度觀看一個人？一個人的能力遠比一個數字複雜；一個人的將來，更不是一個

模型可以完全預測。 

三十五年前，一位專家曾經告訴我，我「不適宜讀書」。幸好，我沒有把那句話當成

科學定律。今天假如同樣的判斷不是由一位專家說出來，而是由一個經過數百萬筆資料訓

練的人工智能模型算出來，我們是否反而會更加不敢懷疑？想到這裏，我重新看文章的題

目：「賢愚千載知誰是？」三十五年前，我以為這是在質疑那些替人判斷賢愚的專家；今

天我覺得，它其實還可以多問一句：當判斷賢愚的權力由人交給機器之後，我們會不會因

為機器看來更加客觀，反而忘記了繼續問——它憑甚麼這樣判斷？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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